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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的县城:
万载县“城池建置形胜图”释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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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从地域社会史的视角出发，以绘制于道光四年的万载县“城池建置形胜图”为研究

对象，对图中或显或隐的诸内容及其史料进行重新梳理与讨论，揭示在整体史理念下认识明清时期县城

的研究路径。明清时期的县城，至少应包含空间、制度与人群等多维度的理解。明中叶的筑城运动，在

空间上划定了城区的范围; 明清时期的城坊制度，又进一步将城墙内外在制度上进行了区隔; 清中叶以

后各姓建大祠于城内，则在观念上强化了城区的概念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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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明清时期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城市地图发展的繁荣与成熟时期，其表现之一就是在大量地

方志中都绘制了要素丰富的城市舆图。①如何解读与使用方志中的城市地图，已有的研究提供了

“读图”与“读人”两种取向。前者的关注重点是地图。如胡邦波、阙维民从地图绘制方法的角度对

志书地图要素展开分析，讨论的是地图如何绘制; ②章生道、李孝聪、鲁西奇、成一农在进行历史城

市地理研究时，关注的则是地图绘制了什么内容，各空间要素在空间结构布局上呈现出怎样的特

点。③范德、葛兆光、潘晟等学者的讨论则属于后一种取向，关注的重点是与地图有关的人———由谁

绘制，画给谁看，体现了怎样的知识与思想。④本文则通过具体的个案研究，尝试从静止的地图中，

解读出城市本身生动而整体的历史发展脉络，为使用与解读方志地图增添地域社会史的研究视角。
基于文献资料的丰富性以及实地考察的可能性，本文选择江西省西部与湖南接壤的万载县作

为研究个案。⑤万载地处赣江水系支流之一锦江的上游，五代十国时期正式设县，宋代开始在行政

区划上隶属于袁州府，持续至今。存留至今的方志中，最早的万载县城地图见载于康熙九年

( 1670) 《袁州府志》，绘制最为详细的则是道光六年( 1826) 《万载县志》中的“城池建置形胜图”( 简

称“城池图”) 。道光城池图的绘制者李光宁是一位监生，在地图绘制方面既有家学，又有专长。他

的父亲李荣陛是清代万载县第一个进士，曾经任官湖南、云南、贵州等地，在山川地理方面颇有造

诣，“足迹所到无不考求精确”，著有《云缅山川志》、《禹贡山川考》、《黑水考证》、《江源考证》等历

史地理著作。⑥李光宁长年随侍父亲左右，又擅长堪舆之术，“古道自持，精形家言，尤通六法”。⑦道

光三年( 1823) ，李光宁受知县卫鹓鸣之聘，“承纂山川、水道、舆图、城池并庙署、书院、试宇等图”。⑧

为了绘制出较为精确的地图，他“亲诣各乡，遍历邻境，升高履险，寻脉络，考源流，察形势，审险要，

格其方向，分其支派”，于次年据实亲手绘制了诸图。⑨与此前康熙与雍正县志中的县治城池图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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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城池图”采用上北下南的方位取向，比例较为精确，绘制的内容也更为丰富，因此也一直为清

代及民国续修方志所沿用。一直到现在，万载县城老城区的空间形态与道光年间绘制的“城池图”
也能大致对应，其资料价值与制图学价值自然不言而喻。魏幼红在研究明清时期江西城市的形态

与地域结构时，参考了同治《万载县志》中沿用的李光宁所绘城池图，对万载县城的空间结构、社会

结构进行过讨论，特别注意到城区居民以宗族、里甲等形式结成的共同体现象，从而在传统的城市

史研究中增添了人群维度的关照。⑩但是受研究主题以及资料的限制，魏幼红的研究关注的还是静

态的结构，未能进一步对县城聚落结构化过程中，空间、制度与人群诸因素的发展进行动态与整体

分析。本文结合笔者在万载城乡田野调查获得的地方感，对万载县“城池建置形胜图”中或显或隐

的诸内容及其史料进行重新梳理讨论，以就教于方家。

一、“合东西置城”

“城池图”定格的是清道光时期的万载县城格局———城墙包围着的区域内，分布着城门、桥梁、
坊巷、公署、庙宇等建置，一条河流穿城而过。此种格局的形成历程，通常是在方志中的“城池”部

分进行论述，梳理的多是城墙、城门等建置的兴废过程，这与早期方志地图的绘制方式有着共同的

旨趣。瑏瑡从清中期开始，方志地图的编绘已经呈现出日渐丰富的趋势，对于城市格局的历史重构，也

需要突破原有的“城池”叙述模式，将地图中绘制的各种自然景观与人文建筑等一并纳入到整体的

城市历史脉络中。
“城池图”中绘制的万载县城，是一个地处蜀江( 锦江在万载境内的名称) 南岸的丘陵盆地，自

南北流的锦江支流龙河将盆地一分为二。在龙河的西岸有一座龙山，万载县城的历史最早就可以

追溯到这座山。据道光《万载县志》记载:

古城在今治东北四十里罗城，孙吴黄武中建，名阳乐城，晋改名康乐。( 详古迹) 唐武德中，复

名阳乐，徙龙山下，即今县治。( 嘉定志) 杨吴始名万载。宋因之，城垣修建无考。( 按徐昇《修县治

记》“剧贼据郛郭”，则宋时有城也。)
万载所处的锦江流域上游，其发展相较于南北平行的袁水与修水都要晚一些。西汉豫章郡所

置十八县，修水上游有艾，袁水上游有宜春，锦江只有下游的建成设置了县。六朝时期，由于政权割

据对峙，众建郡县，锦江流域的中游与上游新设了上蔡、宜丰、阳乐等县。随着隋唐的统一，锦江流

域的行政区划进行了整合，只保留了高安( 即汉代的建成县) 的建置。北宋欧阳忞在《與地广记》
中，记载了万载六朝至唐时期的行政变迁:

本阳乐县地，吴黄武中置。晋太康元年改为康乐，属豫章郡。宋因之。谢灵运袭封康乐公即

此。后省焉。唐武德五年，复置阳乐县，属靖州。八年，州废，省入高安。瑏瑢

唐以后的中国，再一次陷入分裂割据，江西地区持续被南方十国中的吴与南唐所统治，社会经

济得到进一步发展，体现在行政区划上则是新增了 19 县。万载也因为地方经济的开发，在杨吴时

期设场，南唐时期升为县。宋代对江西行政区划进行调整，万载县由筠州府改隶袁州府。南宋初年

的知县徐昇，在重修县治时回顾了万载在五代十国和宋朝时的行政演变:

万载本高安故地，初置场隶于洪，伪吴顺义元年也。后为县，隶于筠，则南唐保大十年也。皇朝

下江南，遂割属袁州，则开宝八年也。宣和初，改曰建城，而复旧名则绍兴元年诏也。瑏瑣

万载县的政区沿革历史，在早期曾有过阳乐、康乐县的设置，但从唐初至南唐保大十年正式设

县，期间出现了三百多年的历史断层。两宋以后，万载的政区设置日趋稳定。为了接续上这段历

史，开始出现了旧城与迁城的说法。
关于万载的旧县城，与晋代更阳乐县为康乐县，并作为康乐公( 侯) 的食邑有关。东晋南朝时

期，先后有多人被封为康乐公 ( 侯)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谢灵运。谢灵运的才名，使其在世时就以



“谢康乐”而众所共知。瑏瑤尽管谢灵运是否到过康乐县境一直备受质疑，但这并不影响后人将谢灵运

与康乐联系在一起。如成书于北宋初期的《太平寰宇记》中就记载了万载县境内与谢灵运有关的

一些古迹，包括一座康乐城:

古城在县东北四里，宋武帝封临川内史谢灵运为康乐侯，以侯就第，即此地也。其城周回山水，

谢公无日不宴游。有书室、石砚犹存焉。瑏瑥

明正德《袁州府志》中，将康乐故城由“县东北四里”改为“县东二十里”，并明确记载县治迁到

龙山下是在唐武德五年( 622) ，即唐初复置阳乐县的年份:

康乐故城: 在万载县东二十里，晋旧县，刘宋封谢灵运为康乐侯，即此地。瑏瑦

万载县治，在城西龙山下。吴黄武中置县，晋大( 太) 康中迁县治东二十里。唐武德五年复今

治。成化二十年知县黄珙重修。瑏瑧

道光《万载县志》则进一步明确了万载旧城是东北四十里的罗城。万载县境内有两条主要河

流，一条是北部的是泰溪，另一条是发源于萍乡的蜀江。两河在上高境内的镇渡合流，一起汇成为

锦江。将县治从泰溪河畔的罗城迁到蜀江南岸的龙山下，表明了唐以后地域开发重心的转移。杨

吴时期在蜀江的上游设万载场瑏瑨，南唐时由场升县，进一步巩固了新县城的中心地位。南宋知县徐

昇在绍兴五年( 1135) 对万载县治进行了一次重修，此后历朝迭有修建，一直延续至清代。
随着武德八年靖州的并入高安，阳乐县城的功能也不复存在，而关于城区聚落的早期历史，目

前能找到的资料多与寺庙宫观有关。“城池图”中地处龙河西岸的静安院，据称始建于唐初。据元

代僧人柏庭于大德三年( 1299) 的记载，“龙江山净安院，自大唐武德八年( 625) 创建于县东北龙山

之前”瑏瑩。这座寺院此后屡经修建，南宋嘉定九年( 1216) ，“南泉山祖师普庵曾游于此，有钟铭垂于

寺”，此后一直到清同治年间还曾有过募修的记载。
雍正《万载县志》的城图中，标示了县治以南有一座崇信寺。该寺由黄蘖山的断际禅师于唐代

中期创建，元末毁于兵火，明代洪武和景泰年间两次重建。瑐瑠明清时期，在崇信寺周边先后建了多座

衙署，如明代的僧会司、布政分司和清代的守备署。清乾隆三十九年( 1774) ，崇信寺的旧址被改为

文昌庙。嘉庆四年( 1799) ，又改建成“城池图”中标绘出的考棚。瑐瑡

“城池图”中在城东有一座名为九仙宫的道观，其历史据说也可以追溯到唐代。方志中记载，

这座九仙宫( 观) 开基于唐大和六年( 832) ，其声名的远播则是因为元初一位名叫黄伯祥的道士。瑐瑢

虽然与八仙一起飞升的故事带有传奇的色彩，但无论是在元人文集，还是明清的方志、族谱中，都能

找到黄伯祥的相关记载。黄的族人自称是黄庭坚的后代，黄伯祥生活于宋末元初。在吴澄、虞集等

元代文人的文集中，收录了他们为黄伯祥的两个儿子黄盅、黄璧写的文章。瑐瑣在县城有一处地名称

为集贤坊，“旧传吴文正公澄、虞文靖公集、揭文安公傒斯、欧阳文公玄尝集于邑人黄璧家，故名”。瑐瑤

族谱中除了记载黄伯祥修道的事迹，还记载了另一件修桥的故事:

允仁( 行百二) 府君生子详，讳伯详，道号竹关。仁公克俭起家，坚心训子，命入南雍，授元广济

库副使。详公五旬乏嗣，遂弃职归隐，揭囊捐修双虹桥，应知天之缱绻不爽其报，次年诞生二子，改

名大虹小虹，因以双虹名桥。后长更名曰璧，次曰盅，俱皆荣达。瑐瑥

相传为黄竹关所建的这座双虹桥，是横跨龙河的第一座桥梁。大德年间，在龙河上又修建了一

座南浦桥。双虹桥与南浦桥的修建，除了便利龙河两岸的交通与联系，也提醒我们注意，在没有建

立起交通渠道之前，龙河就是一条天然的护城河。元代以前的万载县城，其范围只是龙河西岸至龙

山的这片小盆地。而九仙宫与集贤坊的故事则表明，龙河东岸地区在宋末元初已经开始逐渐繁荣。
从唐代迁徙龙山之下，一直到元末，万载县城都还不是一个“城墙包围着的城市”( walled cit-

y) ，只是一个由县衙，以及散布在县衙周边的庙宇、桥梁，以及不见于文献记载的民居等建筑组成

的聚落。最早有筑城的记载，是在元末红巾军占领的时期。元至正十二年( 1352 ) ，天完政权的欧



普祥率部攻占了袁州，直到至正二十年( 1360) 归顺朱元璋，期间曾长期割据袁州。当时占领万载

的是欧普祥的部下刘仁，其统治期间，第一次修了城池，道光《万载县志》载:

元季，刘仁据县，另筑城于邑东隅，闻置四门，周围五里。( 即今建城坊) 明初，仁弟敬归服，城

遂废，仅存北门城楼，( 见黄自中谯楼记) 设牌栅为防护。
正德《袁州府志》将这座刘仁所立的城，也视为另一座康乐故城。瑐瑦明初城废，但刘仁的割据不

仅留下一座古迹中的故城，道光“城池图”中还绘制了至少两处相关的历史遗存。一处是花园里

( 巷) 的地名，据说是因为“元至正间双刀手刘仁据县时开设，匝植花木”而得名。瑐瑧另一处是曾经的

刘仁旧居，洪武三年( 1370) 改为城隍庙，一直保留至今。瑐瑨在“城池图”中，这两处遗存都在龙河东岸

不远，表明刘仁建城时也极有可能以龙河为护城河。
明代是万载县城的城池修筑史上的重要阶段，特别是明正德年间，因为面临社会动乱的威胁，

经多任县令的努力，最后完成了“合东西以置城”的筑城工程。
正德六年，华林盗起，知县陆璥议建城，以调去。八年，知县王甸就水西立子城，三门，东双虹，

西胜迹，南南浦。十三年，知县张邦谷复合东西置城，筑土垣，架木覆瓦，高丈余，下广一丈四尺，上

广八尺，东西相距二里，南北一里，延袤一千二百三十一丈，共约六里二百步。立七门，石砌其四，各

建楼三间。东朝京，南南浦，西锦衣，北龙江。又小南门，小北门，小龙江门。惟龙江、乌石江隔流，

龙江因石桥，乌石用木栅，以属于城。
从中国城市的城墙兴废史看，万载的个案无疑是明中期筑城运动的组成部分。但对于万载县

城的发展历史而言，正德十三年( 1518) 张邦谷的“合东西以置城”的意义就不仅仅在于筑城，还在

于“合东西”。元末刘仁筑城东隅，实际上就已经形成了双城的格局———龙河西岸是没有城墙包围

但有县治的老城区，龙河东岸是“置四门，周围五里”的城墙包围的军事割据新城区。明初刘仁归

服后，城墙已经毁于战火，但是这种双城的格局仍然维持———县治仍然设在龙河西岸的龙山下，城

隍庙则矗立在龙河东岸。正德时期的筑城运动，最初的计划是仅仅将县治所在的河西地区修建子

城，显示出明代前期的双城格局中，龙河西岸更受重视。双城合一之后，逐渐也有一些文教建筑设

在了河东，如道光年间的文昌庙与宾兴堂，但主要的行政文教建筑仍然集中于龙河西岸。

二、“省城坊为十三”

“城池图”中标示出了龙河两岸分布的十三个坊。作为一种城市管理的制度设计，坊的名称始

于魏晋，一直到宋代也都是城市最基层的地域单元。瑐瑩到了明清时期，坊的结构与功能呈现出纷繁

复杂的表现形式，既可用来表示纪念或表彰的牌坊，也可作为地理单元的坊巷街道，而黄册里甲制

度中也仍然使用坊作为城市的基本单位。瑑瑠该如何从地域社会的历史脉络中，理解诸如“城池图”中

特意标示出来的这些坊的意义呢?

与明清的《袁州府志》不同，现存的几部清代《万载县志》中记载的坊已经将各种纪念性的牌坊

排除在外。瑑瑡道光《万载县志》中关于坊的记载，分别出现在《城池》卷的“坊、街、市镇”与“都图”两

部分中。在“坊、街、市镇”这一部分，道光县志第一次将城内的坊区分为水东岸与水西岸，分别罗

列了每一个坊涵括的地理范围。此前的县志大都遵循旧志，列举了十九坊，而道光县志也是第一次

将坊的数量考证确定为十四坊。
按嘉定志有孝义、裕众、肃政、双桂四坊。洪武志坊十六，曰弦歌、崇文、兴仁、康乐、集贤、福庆、

安仁、福寿、仁寿、建城、宣化、文昌、孝义、锦衣、清宁、兴贤。考黄册为十九坊，无弦歌、崇文、兴仁、
宣化、孝义、清宁，别有濠岭、明德、宋家、南浦、寿山、福海、建安、大田、仁孝，其总目无兴仁而东隅三

图有兴仁，总目有福寿、大田而各图无福寿、大田，恐名有更易。旧志悉十九坊，今仁孝、文昌、濠岭、
大田、福庆五坊皆废，所存惟十四坊。瑑瑢



根据前文的考证，宋代的万载县城实际上只包括“城池图”中龙河以西的部分。清道光时期的

龙河西岸，也依然只有四个坊，与嘉定志瑑瑣所列坊数相合。
明代的坊数分歧，源于史源的不一。万载县修志始于明成化，此前关于县城的坊数，分别见载

于明初的《大明志》和黄册。明末参与编修崇祯《万载县志》的邑人谭经济，将万载的修志传统追溯

到了明初，“洪武改元之三年，即令儒士魏俊民等类编天下郡县地理形势，降附始末，为《大明

志》。”瑑瑤明初虽然拆去了元末刘仁所建的城墙，同时也接受了龙河东岸发展的现实，所以新设了建

城等坊。由于城区的面积扩大，坊数也大幅增加。但《大明志》的编修毕竟仓促，洪武十四年

( 1381) 明太祖朱元璋命令全国开始编制黄册，划定“城中曰坊，近城曰厢，乡都曰里”，“里各编一

册，册首为总图”，城乡的登记册汇总后，由州县官府编成本州、县的总册。瑑瑥从统计的全面性与规范

性而言，黄册登记要强于《大明志》，因而出现坊数的增多。此外，明初政局甫定，地名的称呼并没

有完全规范，所以也难免“恐名有更易”的可能。
在“都图”部分，万载县城的图甲体系也是分为东、西两都，每都各统四图，每图各统十甲。其

中，每图的范围均以坊计，包括一坊、二坊或三坊不等，但并不完全按坊所在的地理位置来划分，龙

河东岸的南浦坊和仁寿坊分别被归入西都的三图和四图。

表 1 道光县志“坊、街、市镇”中所列各坊

水东岸 建城坊、安仁坊、仁寿坊、集贤坊、康乐坊、龙江坊、兴仁坊、福寿坊、南浦坊

水西岸 明德坊、锦衣坊、兴贤坊、建安坊

表 2 道光县志“都图”中所列各坊

东
隅
为
东
都

一图 安仁坊、建城坊

二图 集贤坊、康乐坊、龙江坊

三图 兴仁坊

四图 福寿坊

西
隅
为
西
都

一图 明德坊、锦衣坊

二图 兴贤坊

三图 南浦坊、宋家坊

四图 建安坊、仁寿坊

对比表 1 和表 2，县城图甲体系中包括 14 坊，而表 1 以及“城池图”中都只有 13 坊，没有西都

三图中的宋家坊。宋家坊包括的地理空间，都在县城城墙以外的区域。而道光县志的编者，也在

“都图”部分考证梳理县城图甲时，对于“十三城坊”的演变进行了解释:

按万邑立县时，统高侯、万载、进城、康乐四乡。南唐保大十年改高侯为怀旧。宋南渡后，改康

乐为欧桂，旋分欧桂为东西，遂为五乡。其时城统四坊，乡统二十八里，知县范如璋行保伍之法，著

名天下，朱子称之。明洪武初，因乡定区，区设粮长四人，在城分二隅，统十九坊，是为五乡首区。乡

分二十四都，设图凡一百有四，图编十甲，轮甲充长。隅图曰坊长，乡图曰保里正。宏治八年，知县

张文增西隅三图为四图。崇祯时，知县韦明杰省二十四都之四图入三图，国初省城坊为十三，乡都

仍旧。瑑瑦

宋家坊之所以进入县城的图甲体系中，首先是因为宋家坊离城很近，此外在正德十三年“合东

西置城”以前，并没有明确的城内城外之别。进入清代，城墙包围着的十三坊开始有了“城坊”的区

分，不仅体现在制度层面，也反映在日常生活中。据当地人调查，一直到民国时期，每年端午龙舟竞

渡，县城十三坊每坊都有一条龙舟参与。瑑瑧



表 2 两隅( 都) 八图体系的建立，与明朝先后两位万载知县有关。一位是明初的赵中:

赵中，字允中，怀宁人。国初知万载县时，红巾残毁之后，民尚转徙，不遑宁居。中劳来还定，未

几悉复。县郭居民初尚不满百户，后致六七百户，遂置七坊厢。县厅谯楼庙学皆中所建。瑑瑨

洪武志与黄册中都有的“福寿坊”就是他在“吴元年”所建的。而且赵中“遂置七坊厢”的原

因，是随着时局的稳定以及招徕措施的推行，因元末动乱出现的县城居民人口减少的情况发生了改

变，从一百户增加到六、七百户。明代府志中记载赵中所置为“七坊厢”，但所有文献中都没有厢的

记载。这需要与明前期万载的县城格局结合起来考虑。前文已经讨论到，元末刘仁所筑城墙的毁

坏，使得龙河东西两岸形成双城的格局。而“七坊厢”的设置表明，在筑城以前，龙河的西岸是“在

城曰坊”，东岸则是“附城曰厢”的。在“合东西置城”之后，龙河东西两岸都是城坊，自然也就没有

了厢的区划。赵中置的“七坊厢”，到了弘治八年( 1495) ，知县张文又增加了一图瑑瑩，最终形成了分

东西两隅，每隅各统四个图，每个图又包括十个甲户的万载县城城区里甲登记体系。这也表明，明

初赵中所置的“七坊厢”，实际上就是后来的“图”。按照国家的制度设计，城中曰坊，但城内自宋以

来已经有了作为地理社区组织名称的坊名，因此到了明中期以后，里甲体系中的“坊”就为“图”所

取代。瑒瑠这一制度设计经历明末清初的社会动荡之后，在雍正、乾隆年间再次进行了重新整齐划一，

从名称上将隅改成都，最终形成全县统一的区、都、图、甲的格局。正是因为作为户口登记的“都 －
图 － 甲”体系始终保持稳定，所以作为地理方位名称的坊，其数量无论是统计为 16、19 还是 14，对

于国家的赋役征派都不会造成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把增图与修筑城墙分别看成是制度与空间层面县城格局最终定型的表征，

那它们在时间与空间上基本是同步的。知县张文增七图为八图是在弘治八年( 1495) ，知县张邦谷

阖东西置城是在正德十三年( 1518) ，相距不过二十余年。而县城二隅八图所辖各坊，除了宋家坊

位于南门以外，其余都被城墙包围在内。到了明代中叶，无论是就制度层面还是地理空间而言，已

经有了一个明确的万载县城城区的概念。

三、“建大祠于城内”

相比此前仅列出官署、庙宇、书院、粮仓等建筑的方志县治图，道光“城池图”不仅标注出制度

规划设立的在城十三坊，还绘制了城区的街、巷与居民聚落，如县治前的衙前大街，城隍庙周边的务

前街与后街，宾兴堂附近的谭家巷，以及司背、田下等聚居区。这些街巷构成了城市的肌理，使明代

以来“目中无人”的方志地图因此而鲜活丰满起来。县城街巷串连起的，除了“城池图”中已经绘制

的官署、庙宇和文教类建筑，还有大量未标示出的民居、店铺以及宗族祠堂等建筑。万载县城的两

个历史街区，其中一个位于龙河西岸靠近小南门的田下，保留了大量的宗族祠堂建筑。根据测绘整

理与调查考证，田下街区的核心区域密集分布着八座祠堂，其修建情况整理如下:

表 3 田下街区核心区域祠堂修建情况表

祠堂 建造历史 史料及来源

1 郭氏大祠
始建 于 天 启 七 年 ( 1627 ) ，康 熙 四 十 五 年
( 1706) 至乾隆五年( 1740) 历有重修，最后一
次重修记录为嘉庆九年( 1804)

郭大经:《田下郭氏重建大祠记》，郭士选、士
逵、士逢:《田下郭氏祠堂》，夏侯仑:《郭氏祠
堂第一 门 记》，郭 达: 《田 下 郭 氏 重 修 祠 堂
记》，俱载民国《万载田下郭氏族谱》卷首一
《祠堂基宇图记》页 2 － 6。

2 周家祠堂

始建于乾隆二十四年 ( 1759 ) ，乾隆六 十 年
( 1795) 竖造门楼，建立六世同居义门坊表，
道光二十一年 ( 1841 ) 重修，光绪二十 三 年
( 1897) 添修围墙

周治康:《祠堂记》，周树楷: 《续造田下祠堂
记》，周永清《天修围墙记》，俱载民国《万载
田下周氏族谱》卷首，页 8 － 12。



3 郭南轩公祠
始建于道光初元，重修于同治十一年( 1872 )
至光绪二年( 1876)

郭序:《田下郭南轩公祠堂记》，载民国《万载
田下郭氏族谱》卷首一《南轩公祠宇图记》，
页 2 － 4。

4 郭氏烈公祠 修建于道光至同治年间 郭序:《田下郭南轩公祠堂记》。

5 高家祠堂 修建于道光十一年( 1831)
高科寿: 咸丰十一年族谱《原序》，载 1994 年
修《万载绵村高氏族谱》》卷首，页 19 － 20。

6 张家祠堂
同治七年( 1868) 八房合建“谷公祠”，民国三
十二年( 1943) 改为“张氏大宗祠”

张会文:《序》，张堂熙:《原序》，俱载民国《张
十房祠主牌田产册》。

7 郭绿阴公祠
修建 于 同 治 十 三 年 ( 1874 ) 至 光 绪 二 年
( 1876)

郭曾畴:《田下郭绿阴公祠堂记》，载民国《万
载田 下 郭 氏 族 谱》卷 首 一《绿 阴 公 祠 宇 图
记》，页 2 － 3。

8 易家祠堂 修建于民国十年( 1921)
易定国:《易氏宗祠记》( 2005 年撰) ，载 2007
年《全国易氏通谱江西卷》第 752 － 753 页。

在田下建造了祠堂的五个姓氏，其迁万的始祖均可追溯到宋代，属于万载地域社会较早的居

民。各姓在城区修建宗族祠堂建筑，则是一个自明末开始层累叠加的历史过程。第一座祠堂修建

于明天启年间，清初的百余年间，也仍然只有郭氏大祠和周家祠堂两座。嘉庆、道光以后，大量宗族

祠堂才修建在了龙河西岸这片历史悠久的老城区。田下街区的八座祠堂，是清代万载县城祠堂发

展的一个缩影。关于万载县城祠堂数量，先后有过三组统计数据。乾隆二十九年( 1764) 的万载知

县公文中，全县一共有 36 座祠堂，在城 16 座，在乡 20 座。瑒瑡民国二十九年( 1940) 的《万载县志》，标

注籍贯或居址为城区范围的有 20 个姓氏，建祠 73 所。瑒瑢1983 年万载县“康乐镇志编写小组”的调

查，有 34 姓在县城建造了 99 栋祠堂。瑒瑣

田下祠堂层累叠加的历史过程，再一次印证了学界关于明清时期地方宗族发展的基本认识，即

自明中后期开始的组织化与普及化的发展趋势。值得进一步深究的是，为何这些祠堂纷纷选择建

在城墙包围着的城区范围之内? 这不仅是一个宗族史的问题，更是一个与城市史相关的命题。
表 3 中的 8 座祠堂，郭氏建祠时间最早，所建祠堂数量也最多，有 4 座。郭氏宗族之所以建祠

于田下，是因为他们世代聚居于此。始迁祖郭世兴宋末元初自吉安迁入田下定居，至明初“人与文

两盛”，七世孙中的郭瑾考中进士，官至都给事中，其兄郭琼也贡入国子监。在明清的图甲体系中，

田下所属的西隅( 都) 二图，郭氏占了十甲中的两个甲户，即四甲郭宠与七甲郭政。因此，田下郭氏

是典型的聚居于城、占籍于城，从而建祠于城的县城著姓望族。
周家祠堂是第二座建造于田下的宗族祠堂。周氏宗族在明、清两代皆因“义”行而受旌表，但

在科举方面并没有突出的成就。明景泰四年( 1453) ，族人周仲信因捐谷赈灾而受旌表为义士，其

建于田下的住宅门前还竖立了石狮营鼓。明末清初的动荡时期，周氏族人大都迁居乡村。清乾隆

四十九年( 1784) ，其迁居黄茅山区的族人周继德因六世同居而被旌表为义门。周氏宗族建祠田

下，除了因为曾经有座义士公的旧宅，更主要是因为他们以户名周文占籍西隅( 都) 一图一甲。在

田下建祠的周氏、张氏和易氏，均属于占籍于城而聚居于乡的宗族类型。

道光年间建造的高家祠堂，既没有在城区的图甲体系中占籍，也不是聚居于县城，其建祠于田

下的合法性又从何而来呢? 方志中所载高湘文的传文，提示我们可以从明清时期城居士绅与地方

社会的角度进行整体考虑:

高湘文，字位庆，号鉴浦，举人。家贫力学，以能文称，学使仁和赵公尤器之。两主讲龙河书院，

孜孜启迪，后多为知名士。性孝友，笃宗盟。始族人散处各乡无所统一，始祖蒸尝亦阙，湘文与同志



多方纠合，创建大祠于城内。又以本支郡城试馆公诸合族，自是群情大和，科名亦盛。五旬后，由大

挑司铎弋阳，教士勤恳如主讲龙河时，又捐清俸倡修学宫、考舍及谢文节公祠，士翕然向风。洎卒

官，崇祀德馨祠。生平耿介自持，公事罕预，然当大利害，执义侃侃，不能为众势屈。著有文集待梓。

子树桂，树梧，文庠。瑒瑤

高湘文出生于欧桂西乡二十都五图，乾隆五十七年( 1792) 中举，嘉庆元年( 1796) 拣选知县，嘉

庆十七年( 1812) 获得弋阳县的教职，卒于任上。他既是田下高氏祠堂最主要的倡建者，同时也是

乾隆、嘉庆时期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城居士绅代表。科举的成功，使得他的活动与交游也由乡村转移

到县城，两次主讲龙河书院，与辛从益等人结成文社，参与到应对“学额案”、管理考棚等文教公共

事务中。瑒瑥嘉庆、道光以后，万载县城逐渐形成“各姓氏之宗祠家庙，林立栉比”的景象，与城居地方

士绅的推动不无关系。

田下的 8 座祠堂，除了郭氏建有 3 座支祠，其余各姓所建均为联宗祠，即当地俗称的“大祠”。

高家祠堂奉宋祖燕山公为始迁祖，参与建祠的有县城以西的六房和县城以东的四房。瑒瑦张家祠堂在

同治年间为八房合建，民国时扩充为十房宗祠。乾隆二十三年( 1758 年) ，万载城乡各地的十七支

李氏在县城安仁坊创建大祠，据参与其事的李荣陛回忆，此举的促因乃在于大祠已然成为标榜古户

大族地位的象征:

吾县风气近古，族而居者必遵家礼为祠堂，以严岁祀而洽其族。辛、彭、宋、郭且无论，如张、王、

龙、刘、陈、周、唐、鲍、易、胥之属，城内外十余祠相望，而吾李独前未有。瑒瑧

清中叶以后，“建大祠于城内”成为万载各宗族联络城乡，标榜传统的一种重要方式。

四、结 论

对于方志地图，不同的读法回应的是不同的问题意识。从地域社会史的视角解读方志城市舆

图，关注的重点是城市本身的历史脉络。“城池建置形胜图”定格了道光初年的万载县城，地图中

丰富的信息提供了复原城市形成历史中的几个维度。

明代中期开始修筑的城墙之内，始建于唐代的寺庙，南宋开始修复的县治衙署，元代沟通两岸

的桥梁，明代的城隍庙，以及清代嘉道年间新修建的考棚、文昌宫、宾兴堂等建筑，共同构成了空间

地理层面的万载县城。以城墙的兴修为线索，我们可以将县城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 唐代至元代

的“城垣修建无考”，元末至明正德以前的东西双城，以及正德以后的“合东西置城”。在这一发展

过程中，万载县城的地理范围也从最初的龙河西岸扩展至东岸，最终形成城墙环绕、龙河穿城而过

的空间格局。

龙河两岸被划分而成的十余个城坊，构成了制度层面的万载县城。由宋至明城坊数量的增加，

是城区地理空间拓展的体现。明清时期城坊数量的纷繁歧异，则是坊既作为地理方位概念，又作为

国家的制度设计，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共存的反映。

田下街区密集分布的宗族祠堂，则为重构县城历史提供了人群的维度。宋元明时期迁入万载

及县城居住的居民，从明后期开始进行宗族组织化的建构。如果说明中叶的修筑城墙与完善城坊

图甲体系，从空间与制度层面完成了万载县城的建构。那么清中叶开始，万载各姓纷纷“建大祠于

城内”的举动，则在观念上强化了城区的概念与意义。

就结构与功能而言，空间、制度与人群三个维度分别建构了自唐以来万载县城的历史。但道光

四年绘制的“城池图”展示的，是一个作为整体的明清时期县城图景。要进一步理解县城的意义，

还需要回到李光宁用力最深的“县境疆域全图”中，将城区形成的过程与城墙之外广袤的地域社会



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

附录一: 同治《万载县志》“城池建置形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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